
全球气候善治与“绿色丝绸之路”
———基于治理实验的视角＊

周亚敏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善治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 “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与此同时，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碳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巴黎协定》
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ｓ）＋全球盘点的 “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文
章讨论了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归纳出后巴黎时代多元
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梳理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
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通过论证 “一带一路”开
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探讨了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
文章认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秉持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原则，探索兼顾增长与减排的现实路径，实现削峰发展和早日达
峰，为全球碳中和进程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国际社会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化解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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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全球气候善治①作为一个全球性目标，是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

和约束条件。《巴黎协定》作为第一个由全球各个国家认可的国际减排协议，

开启了国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ｓ）＋全球盘点的 “混合多边主义”模式，为全

球气候治理实验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制度框架。但目前各国政府对减缓气候变

化只做出了相对模糊的个别承诺，② 全球距离实现 《巴黎协定》所制定的温

控目标仍存在巨大的排放差距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的测算，要实现２℃温控目标，２０３０年的年排放量必须比当前的

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③低１５０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要实现１．５℃温控目标，

年排放量必须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３２０亿吨二氧化碳当量。④ 全

球脱碳进程依然任重道远、迫在眉睫且前景不容乐观。⑤ “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仍处于碳排放总量上升的发展阶段，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是 “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目标的客观必然。

一、全球碳排放的三个典型特征及问题的提出

（一）全球碳排放的主体是Ｇ２０国家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成员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７８％，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全球排放趋势及２０３０排放差距。⑥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预

计，Ｇ２０中有六个成员 （中国、欧盟２８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

其）能在现有政策下实现其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有七个成员国 （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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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 “全球气候善治”是指 《巴黎协定》提出的到２１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保持在
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２℃以内，并为控制在１．５℃以内付出努力。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Ｐａｒｉｓ：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ｅａｄ　Ｅ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４，Ｎｏ．１０，２０１６，ｐｐ．１４２－１５１．

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有条件和无条件两种情形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无条件国家自主
贡献的减排力度更大。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ＵＮＥ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ｇａ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９．

根据ＵＮＥＰ提供的数据，如果仅兑现 《巴黎协定》当前的气候承诺，２１世纪末，全球气温
仍可能上升３．２℃，如今气温已经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１．１℃，全球已出现首批气候变化受害者。虽
然１．５℃的升温仍会产生气候影响，但科学家认为，与更高幅度的全球变暖水平相比，这一水平产生
的破坏力较小，高于１．５℃的额外升温都会产生愈发严峻且昂贵的后果，如将导致海上防御、食品安
全、基础设施适应性成本越来越高。参见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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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巴西、加拿大、日本、韩国、南非、美国）需要采取不同程度的强化
行动，才能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有三个成员国 （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沙
特阿拉伯）的排放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欧盟、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相继
宣布各自实现碳中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的目标和时间表，① 但目前关于国
家自主贡献目标形成立法的只有英国和法国。Ｇ２０作为排放量占全球四分之
三的一个整体，目前未能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身份，在功能层面和机制
层面也未发挥与其排放量地位相称的作用。

（二）全球碳排放的行业主体是化石能源利用
化石能源是迄今为止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超过７５％的全球温室

气体和接近９０％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都来自于化石能源。② 越早限制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将能够越早避免碳锁定效应。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ＩＰＣＣ）指出，要实现１．５℃温控目标，需要每年削减６％的化石能源；要实
现２℃温控目标，需要每年削减２％的化石能源。③ 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化
石能源基础设施依然向着与气候目标相左的方向发展。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估算，到２０４０年，全球投资开采、冶炼和运输化石能源的资金将保持每年１
万亿美元的规模。④ 根据 ＵＮＥＰ估算，预计截至２０３０年，全世界生产的化
石能源比２℃温控目标所要求的多５０％，比１．５℃温控目标所要求的多

１２０％。⑤ 其中，煤炭的生产差距最大，预计截至２０３０年，全球生产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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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指实现人为源排放量和汇清除量之间的平衡。欧盟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发布 《绿色协议》

承诺，要在２０５０年实现境内碳中和，参见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ｅ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２０２０年９月宣布，中国争取在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ｃ＿１１２６８５４０５０．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日本首相菅
义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分别宣布日本和韩国将于２０５０年前实现碳中和，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ｕａｎ
ｃｈａ．ｃ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０＿２８＿５６９５４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４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将于２０５０年前
实现碳中和，参见ｈｔｔｐ：／／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２０２１－０４／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１５４００３２。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ｂｙ　２０５０：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ＩＥＡ，Ｍａｙ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ｎｅｔ－ｚｅｒｏ－ｂｙ－２０５０．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ＰＣ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１．５°Ｃ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ＰＣＣ，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ｐｃｃ．ｃｈ／ｓｒ１５／ｐｄｆ／ｓｒ１５＿ｓｐｍ＿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８，ＩＥＡ，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ｗｏｒｌｄ－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８．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 当代亚太　

比２℃温控目标所要求的多１５０％，比１．５℃温控目标所要求的多２８０％。①

目前，世界上化石能源生产量位居前列的有美国、俄罗斯、印度、澳大利

亚、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中国，这些国家均属于Ｇ２０国家。

（三）全球碳排放中的碳泄漏问题依然严峻

基于碳消费进行统计的碳足迹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指标，通过观察 “内

涵碳”的生产和贸易，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观察一国碳排放的视角。② 从全

球来看，“内涵碳”呈现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流入的特征，发达国

家虽然在国土范围内的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进口 “内涵

碳”来实现的。③ 美国和欧盟的消费排放量远高于其国土排放量，而中国和

印度则正好相反，两国的国土排放量远高于消费排放量，④ 这意味着发达国

家目前仍然主要依靠贸易渠道进口 “内涵碳”，相当于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

发展中国家。《美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１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全球贸易商品和

服务产生的碳排放量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３亿吨 （占全球碳排放的２０％），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７８亿吨 （占全球碳排放的２６％）。⑤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出口贸易的

内涵碳排放测算表明，中国国土二氧化碳排放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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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ａｐ：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ｌａｎｎｅｄ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ｏ　１．５°Ｃ　ｏｒ　２°Ｃ，ＵＮＥＰ，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ａｐ．ｏｒｇ／．
碳足迹代表一个人或者团体的 “碳耗用量”。值得注意的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目前还未将碳足迹纳入正式谈判议题。不同学者对碳足迹进行测算，虽然数据不尽相
同，但总体趋势都是美国和欧盟的碳消费量远高于其本土排放量，中国的碳消费量远低于本土排放
量。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２０３０：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ｐｐ．７－３９。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Ｂｒａｎｔｌｅｙ　Ｌｉｄｄｌ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ｅｘ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６９，Ｎｏ．１，ｐｐ．７１－７８．
Ｐｅｔｅｒｓ　Ｇｌｅｎ　ｅｔ　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ｔｏ

２００８”，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０８，Ｎｏ．２１，２０１１，ｐｐ．８９０３－８９０８．
Ｐｅｔｅｒｓ　Ｇ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Ｅｄｇａｒ　Ｈｅｒｔｗｉｃｈ：“ＣＯ２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２，Ｎｏ．５，２００８，ｐｐ．１４０１－
１４０７；Ｇｒａｈａｍ　Ｓｉｎｄｅｎ　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Ｏ２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ＥＴ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５，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２６－１２４５；Ａｎｄｒｅａｓ　Ｍａｌ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１４６－１７７；Ｚｈ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ｓ？”，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６，２０１２，ｐｐ．１０３－１１７．



全球气候善治与 “绿色丝绸之路”□　

在 《巴黎协定》减排框架下，缔约国需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定期提供基于领土的温室气体排放清算，以便追踪各国实现预

期自主贡献及执行气候政策的情况。基于领土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基于消费

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存在本质差异，依据两种方法核算出的区域排放数据存在

明显差距。虽然欧盟最早提出要在２０５０年成为首个碳中和大陆，但基于其

目前高度依赖碳密集型产品进口的贸易格局，其碳中和成功经验不具备广泛

复制的可能性，欧盟能否 “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如何实现可持续性且保持竞

争力”仍存疑。① 由于碳泄漏问题的持续存在，全球某些区域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并不意味着全球整体碳中和目标必然能够实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碳泄漏问题，那么率先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或区域，只会加速延缓其他地

区的碳中和进程。由于自北向南的碳泄漏问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

中和进程决定了全球气候善治目标能否如期完成。

（四）问题的提出

作为全球碳排放主体和减排主体，Ｇ２０中的欧盟成员国、英国、中国、

日本、韩国和美国纷纷制定碳中和目标，基于领土统计的区域性净零排放有

望实现。但德国学者在 《自然》杂志撰文指出，欧盟大量进口农产品 （２０％
的农作物和６０％的肉类及奶制品）继而大幅增加森林面积 （碳汇）的做法，

被认为是有利于欧洲碳中和而不利于全球气候善治。②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后巴黎时代以全球气候善治为目标的多层级治理实

验，是基于何种认知和方式展开的？这种全球性气候治理实验对 “绿色丝绸

之路”建设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在坚持发展导向的前提下，探索 “绿色丝

绸之路”的治理机制与路径，进而兼顾增长与减排？

全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陈述全球碳排放的三个典型特征并提出问

题；第二部分讨论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及架构；第三部分归纳

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基于不同认知开展的气候治理实验；第四部分梳理全

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第

—９０１—

①

②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Ｕｒｓｕｌａ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声称，欧盟希望借 《绿色协
议》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如何实现可持续性且保持竞争力。参见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ｎ／ＩＰ＿１９＿６６９１。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ｕｃｈｓ　ｅｔ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ｓ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５８６，Ｎｏ．１１，２０２０，ｐｐ．６７１－６７３．



　□ 当代亚太　

五部分论证 “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第六部分探讨建

设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第七部分为结语。

二、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核心理论要素

（一）行为体的偏好：政治行为体、市场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

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是从其基本利益中推导出来的。假定行为体具有特定

的根本性利益，如用各自的效用函数来表示，行为体会努力最大化其效用。①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对政治行为体而言，意味着最大化维持自身权位的能

力；对市场行为体而言，意味着在绿色竞争压力下将调整成本降到最低；对

非国家行为体而言，则意味着尽可能获取权力流散 （见图１）。

图１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与多元行为体的互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气候变化议题最大的特征在于对世界各国均构成负外部性，但由于一国

地理位置和经济韧性的不同，负外部性造成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解决这种

共同但非均质的负外部性，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政治行为体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的需求取决于所承受的负外部性程度和本国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适应和减

缓）的能力 （见表１）。承受高程度负外部性但具备低应对能力的国家，如７７

—０１１—

① 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王正毅校，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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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和小岛屿国家，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十分迫切，对历史排放大国

和当前排放大国均提出要求；承受高程度负外部性且具备高应对能力的国家，

如欧盟，则力求实现引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承受低程度负外部性和低应对能

力的国家，如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积极配合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主流趋势；

承受低程度负外部性但具备高应对能力的国家，如美国，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的需求依执政党的诉求而定，呈现动态变化，没有形成连贯的气候政策。① 在

前三种情形中，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任何一届政治行为体获得权位的必

选项；在最后一种情形中，由于美国具备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能力，且目前

历史累计总排放和人均排放均居首位，持续外溢其负外部性。因此，美国政

治行为体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取决于其国内—国际双层博弈的结果。

表１　政治行为体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态度矩阵

　　　　　　　　承受负外部性的程度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高 低

高
主动引领

（欧盟）
动态变化

（美国）

低
迫切需要

（７７国＋小岛屿国家）
积极配合

（新兴经济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应对气候变化转向低碳发展进程中，市场行为体的行为与政治行为体

的行为并不完全一致，脱离全球气候协定约束的美国不乏积极向低碳转型的

企业，而试图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欧洲也不乏保守企业。尽管应对气候变化

的规制政策为企业增加了显著的经济成本，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国

内气候规制政策及国际合作，交通、电力、工业制造乃至油气行业等历史排

放大户中，均涌现出支持减排政策的企业。研究认为，企业支持气候规制的

驱动力在于争夺市场份额。② 气候规制对经济体中的所有企业都施加成本，

但对不同企业带来的额外成本是不同的。只要竞争对手的额外成本高于Ａ企

—１１１—

①

②

本文将新兴经济体国家和美国归为承受气候变化低程度负外部性的组别，是基于其当前总
排放或人均排放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实，其是负外部性的溢出方。

Ａｍａｎｄａ　Ｋｅｎｎａｒｄ，“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ｏｆ　Ｍｙ　Ｅｎｅｍｙ：Ｗｈ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４，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１８７－２２０；Ｉｎ　Ｓｏｎｇ　Ｋｉ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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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Ａ企业就会支持气候规制政策，即竞争对手的成本损失高于己方对Ａ而

言就是有利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对气候规制持差异态

度。对企业而言，气候规制施加的成本差异取决于企业的绿色资本存量，绿

色资本存量越高，① 企业所需要的调整成本越低。企业的调整成本差异来自

于三个方面：一是前期资本存量的能效水平，生产设备越陈旧则需要投入的

能效改造成本越高；二是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电力是否来自于清洁能源，比如

水电和火电会形成不对称调整成本；三是企业所处地区的碳排放水平，由于

能源组合差异，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州或省份会具有不同的碳排放水平，地区

碳排放水平越高，则身处其中的企业减排所要面临的调整成本就越高。

随着世界政治议题的多元化，高度集中的权力从国家层面向非国家行为

体分散。② 权力的流散促成了世界的扁平化发展，③ 全球气候治理也出现扁

平化特征。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以非政府组织、智库、民间团体为代表的行为

体，也包括以城市和地区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全

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

治理模式，从而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④ 非政府组织的决策

更多受到与之有直接关系的同行 （ｐｅｅｒｓ）的影响，而非简单出于成本—收益

考量。⑤ 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权力的传统特征 （如强制性和刚硬性）很难发挥

作用，从而为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 “影响力”来获取权力流散提供了契机。⑥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绿色资本是指能够帮助企业顺利通过更加严格气候规制的任何地理优势或企业层面优势。

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０１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Ｆｌａｔ：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ａｒｒａｒ，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ｏｕｘ，２０１５，ｐ．５８．
于宏源：《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载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９年

第１１期，第１４～２５页。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ａｄｄ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ｒｉｅｎ　Ｊａｓｎｙ，“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Ｐｅｅｒｓ：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ａｐｅ　ＮＧ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４９，

Ｎｏ．２，２０１９，ｐｐ．６３７－６５９．
影响力是指影响政治进程中行为者的行为或谈判最终结果的能力，包括塑造个别国家立场

或文本结果的行动，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Ｂｅｔｓ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Ｃｏｒｅｌｌ，ＮＧＯ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４３。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议题领域获得的权力流散较为显著，成功影响国家
间谈判进程及结果的案例有：气候变化谈判、生物安全谈判、森林谈判、捕鲸谈判和荒漠化谈判等，

参见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Ｒｉｅｔｉｇ，“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Ｇ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２６９－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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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提升影响力的路径有两条：说服和胁迫。说服是一个行为体改变

另一行为体偏好的能力。① 气候变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如ＩＰＣＣ作为国家谈判

主体的基础信息的提供者以及世界政治中原则性条款的代表者，其说服能力

显得尤为突出。② 胁迫是一个行为体改变另一行为体行为的能力，不以改变

偏好为前提。③ 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在概念或物质方面施加惩罚来胁迫其他

行为体，比如，在国际谈判或媒体上以点名批评 （ｎ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ｉｎｇ）方

式为相应国家施加成本，④ 有时也可利用其选民的政治或经济力量来威胁抵

制或惩罚违反其意愿的行为者。⑤ 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借助设定议题框

架 （ｉｓｓｕ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极大提升其说服和胁迫的影响力。比如 《巴黎协定》新

增的 “损失与损害”条款，由非政府组织引入 “气候公正”议题框架，将发

达国家的注意力从赔偿责任上引开，从而加速美国立场的软化，使最终协议

出现总体妥协。⑥

（二）国际气候制度的架构及效力

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思路主要有 “自上而下” （ｔｏｐ－ｄｏｗｎ）和 “自下而

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两种模式。自下而上模式是政治行为体在最大化自身利益

的基础上自愿参与某一协议，以 《巴黎协定》为代表；自上而下模式是在既

定或约定规则下吸引政治行为体自愿参与，以 《京都议定书》为代表。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的共同特征是自愿性和非惩罚性，但无法规避 “搭

便车”行为，因而总体呈现出低效率、非合作状态。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

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断言，自愿行动还从未在任何领域成功地解决过公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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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给不足的问题。① 国际气候治理的行为体多元化衍生出不同层面的多元

化目标，使得形成一个综合全面的气候治理框架极为困难。早在２０１１年，

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戴维·维克托 （Ｄａｖｉｄ　Ｇ．Ｖｉｃｔｏｒ）

就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架构以机制复合体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为主要

特征。②

全球气候善治的关键节点在于解决 “搭便车”和碳泄漏问题。遗憾的

是，自上而下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在减排效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 《京都

议定书》签署之时，参与方制造了全球温室气体的６５％，而到２０１２年，由

于美国未能批准议定书，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退出，议定书只覆盖不到

１５％的全球排放量。③ 《巴黎协定》签署的第三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虽

然并未引发 “退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正如前文所述，各国提交的自主

贡献目标距离２℃温控目标的减排缺口巨大，碳泄漏问题还未纳入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框架，全球减排协议的实际效力远不如人意。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是

全球碳泄漏的主要承接方，在缺乏国际协调机制的保障措施下，自身的脱碳

发展仍面临多重困难。

由于国际气候协定缺乏强约束而导致 “搭便车”倾向突出，减排作为一

种全球公共产品，在缺乏战略性制度安排的情形下易滑入 “囚徒困境”或 “公

地悲剧”，从而导致低效率和非合作行为。原因在于，首先，非合作均衡下的

减排水平远低于合作战略；其次，政治行为体有强烈的 “搭便车”动机进而脱

离气候变化协定；最后，代际权衡 （当代人减排，后代获益）进一步阻碍了政

治行为体实施高水平减排协定。在国际气候制度安排中，为了达成参与各方的
“纳什均衡”，需要引入针对非参与者的外部惩罚，来改变减排博弈的权衡结

构。外部惩罚机制是指引入与本博弈不相关的如贸易、外交、政治制裁来改变

权衡结构。比如，出于保护鲸鱼的考虑，一方对非合作的另一方的相关产品施

加进口关税，该关税与鲸鱼数量减少这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事件本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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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属于外部惩罚。高水平、高效率的减排联盟同样借鉴这一思路。① 在一个

高水平减排联盟中，参与国对非参与国的出口施加惩罚性关税，可以针对与高
碳排放有关的进口产品，也可以针对所有进口产品，后者对气候博弈的权衡结
构影响更大 （见表２）。不参与高水平减排行动的国家，当其产品与服务进入目
标市场时，该国将面临竞争力和福利的双重损失。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

欧盟正在沿这一思路动议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这一举措名义上为减少碳泄漏，

实则对出口欧盟的发展中国家施加了额外减排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以施加外

部惩罚来提高全球气候减排力度的制度安排也必须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

表２　高水平减排联盟施加外部惩罚的策略矩阵

　　　　　出口国
进口国　　　　　

参与 不参与

参与 无罚 惩罚

不参与 无罚 无罚

资料来源：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ｓ：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ｅｅ－ｒｉ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１３５５

（三）以认知共同体推进治理实验弥补现有缺陷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文化，即国际体系中共有知识或观念的分配，

能够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②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ＩＰＣＣ等国际文化体系对国家利益和身份的单向建构深刻而
广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性进展。形成认知共同体的
基础在于共有知识和文化。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彼得·哈斯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ａｓ）认为，认知共同体具有一种能够影响政治的可用知识 （ｕｓａｂ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其采用的主要案例是全球臭氧层保护、地中海环境保护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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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治理，均属于环境治理领域议题。① 在影响机制方面，认知共同体对国

际合作中的国家决策影响是通过政策创新、政策扩散、政策选择和政策坚持

这四方面实现的。② 认知共同体的内聚力越强，其规范影响力越强。③ 国际

气候治理体系的多元行为体通过认知演化形成共同认知，为行为体开展治理

实验创造了基础。各层级的治理实验所积累的既有知识、能力和经验，在气

候场域中启发了新治理思路、创造了新利益并提升了去碳化能力，有效弥补

了既有治理体系中的缺陷。

全球气候治理实验中体系和行为体的双向互构交织存在，有学者认为，

当今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呈现混合驱动系统的特征，认知演化理论可以解释

目前多边气候制度和多边气候治理实践并存的局面。④ 认知共同体形成身份

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最终成为行动共同体。⑤ 在政治行为体层面，美国和

中国两个大国的相互合作与妥协，对 《巴黎协定》的达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市场行为体层面，虽然缺乏全球统一的碳市场，但碳市场实践已在全球扩

散，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球已建成２１个碳市场，覆盖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全

球生产总值的４２％和全球排放的９％，另有２４个国家和地区考虑建设碳市

场；⑥ 在非国家行为体层面，“非缔约方利益相关者” （ｎｏｎ－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被 《巴黎协定》纳入气候治理框架，凸显出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行为体的反

向建构往往能够弥补既有体系的不足之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体系的进化。

在多元行为体的反向建构作用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出现局部进化，但

仍不足以实现气候善治的目标。从理论上而言，实施总量控制或统一碳价的

国家可以对未参与的国家施加外部惩罚以促使其采取行动；共同但有区别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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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原则需要以绿色基金、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或给予发展中国家免费许可配

额等形式加以落实。① 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实质性进化，

依然主要取决于国家单元层面的反向建构。基于政府层面的总量控制目标的

完成、偿付历史责任的国家间财政转移支付、为保障减排承诺所施加的外部

惩罚等，都需要动用国家力量。因此，全球气候治理实验的主导方仍然是政

治行为体，而市场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辅助方发挥协同作用。

三、后巴黎时代多元行为体的治理实验

（一）政治行为体层面的治理实验：基于俱乐部思维的欧盟模式

以联盟或俱乐部形式施加外部惩罚来提升气候治理效率是西方经济学界

针对全球气候治理中 “搭便车”问题和碳泄漏问题的主流 “药方”，让·梯

若尔 （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和威廉·诺德豪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均明确提

出，应该将贸易协定与减排目标相挂钩，以统一碳价或施加碳边境调节税的

方式来施加外部惩罚。② 欧盟作为Ｇ２０集团中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贯引领者，对

后巴黎时代的区域性气候制度安排正是沿袭了这一经济学共识。欧盟拟议中的

碳边境调节税不仅是一个商业工具，更是一个推动气候行动超越边界的工具。

首先，欧盟通过立法统一域内各个政治行为体的气候行动，确保欧盟内

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避免出现 “搭便车”行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新一届

欧盟委员会发布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欧盟２０５０年将在全球率先实现 “碳

中和” （净零碳排放）。③ ２０２０年３月，欧盟启动 《欧盟气候法》的立法工

作，１０月，该法的基本内容获得欧盟各国环境部部长的一致认可，并将欧盟

２０３０年的减排目标强化为在１９９０年水平的基础上下降５５％ （之前定为

４０％）。④ 《欧盟气候法》以欧盟法律的形式确立了２０５０碳中和目标，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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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所有政策与行动都必须为这一目标服务，这使得欧
盟的净零碳排放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而避免因成员国政治行为体更迭有
可能导致的气候立场摇摆情况的发生。至此，欧盟成为目前全球为碳中和目
标启动法律保障的唯一区域。

其次，以法律形式确定 《欧洲绿色协议》的区域边界后，欧盟着手启动
贸易政策作为外部惩罚。这种外部惩罚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欧盟把 《巴黎
协定》作为未来签署所有全面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其二，正式启动碳边境
调节税方案及时间表。① 碳边境调节税是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进入欧盟
市场时，因减排成本差异而需额外缴纳的关税。碳边境调节税将促使出口欧
盟的外国企业加快采用低碳技术，并促使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类似的温
室气体减排措施。碳边境调节税的实施，客观上要求分散在全球向欧盟出口
的生产商与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 （ＥＴＳ）下的欧洲生产商支付同样的
碳成本。② 如果说ＥＴＳ是一个有形的碳规制市场，那么，以碳边境调节税作
为贸易惩罚手段将形成一个无形的碳规制网络，意图出口欧盟市场的企业都
将被自动纳入规制。表面上，该机制是 “通过对来自欧盟以外的某些进口商
品征税来抵消碳泄漏风险”，但实际上，碳边境调节税以全球碳排放的增量
为征税对象，并未考虑碳排放量累积的历史原因和存量格局，无视发展中国
家国情和发展权。

最后，在开展区域性治理实验的同时，欧盟也在积极寻求理念一致和行
动协调的区域外气候伙伴。《欧洲绿色协议》提出考虑扩大ＥＴＳ所覆盖的行
业范围，如将海运业排放、建筑物排放等纳入ＥＴＳ，并动议与全球伙伴一道
开发全球碳市场。中国在全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充分借鉴了欧盟ＥＴＳ的
经验，未来中欧两个碳市场的对接具备先天条件。目前，美国在联邦一级还
未建立碳定价体系，有意愿且有能力引领气候变化进程的只有欧盟和中国。

一旦中欧建立起区域性的国际碳市场，依托中欧两个巨量进口市场，将对提
升全球气候治理绩效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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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行为体层面的治理实验：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自律举措

市场行为体的自律举措作为跨国气候治理实验的一部分，始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其部分程度上弥补了民族国家乏力采取有效手段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缺陷，代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新模式。① 受气候变化政策影响最大的

是矿物质燃料部门、汽车工业以及依赖低能源价格的部门，如铝、水泥或造

纸工业。② 自 《京都议定书》后，这些行业中的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将气候

变化视为一种商业机会，而不是对其利润率的威胁。③ 市场行为体开始自愿

管理温室气体排放，其举措包括行业达成与政府之间的自愿协议、建立多利

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及履行不同类型的自我承诺。虽然这些自律举措存在差

异，但都属于全球环境政治中超越传统监管方法的一类政策工具。④

市场主体采取自律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方

面，企业将气候变化理解为改进内部管理的战略机遇，即控制温室气体的商业活

动可为企业节省成本和创造新的市场机会，⑤ 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英国石油
（ＢＰ）和壳牌 （Ｓｈｅｌｌ）、化工企业杜邦 （ＤｕＰｏｎｔ）、ＩＢＭ咨询公司以及工业企业集

团通用电气 （ＧＥ）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它们都自愿投资于低碳产品和技术。⑥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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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企业通过主动为其业务编制温室气体减排清单，为未来实行强制性

温室气体控制后参与排放交易计划或可能采纳的市场工具做准备，通过强化

温室气体核算和管理能力，以便为 “今后购买 （或出售）排放信用额确定基

线、衡量实际排放量”，从而实质性参与所在行业的准则制定。①

市场行为体针对减排的自律性治理实验的局限性在于，其为核算和减排

温室气体所作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行为体控制温室气体的威胁驱动

的。只有当企业收到明确的政治信号，比如，即将实施严格的温室气体控制

条例时，市场行为体才会为准确计算和通报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重大努力。

市场行为体自律措施的实效依赖于政治行为体间达成的国际气候协定和国际

监管框架。② 例如，欧盟碳密集型企业的减排战略主要依托于碳交易计划。③

因此，市场行为体的气候治理实验需要被镶嵌在一个连贯的总体政策框架之

中，才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长期贡献。④

（三）非国家行为体层面的治理实验：基于效率和正义的网络结构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提升治理效率和推进

气候正义。非国家行为体是弥补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

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和治理，并在此互动过程中实现了自身

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⑤

《巴黎协定》创建的 “混合多边主义”架构，将多边主义与非国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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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载 《太平洋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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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结合在一起。① 该混合架构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即政治行为体主导的

国家自主贡献和ＵＮＦＣＣＣ协调的跨国气候努力。② 非国家行为体在这两个系

统中均能够以正式或间接的方式融入，既可以作为国家自主贡献五年盘点和

更新机制的监督者，也可以作为积极贡献者和治理伙伴来 “扩大气候行

动”。③ 后巴黎时代的 “混合驱动”型气候治理模式为最大限度地调动非国家

行为体的积极性提供了机制性激励。有学者评估认为， 《巴黎协定》中涉及

非国家行为体的２１项重大举措，有能力推动全球在２０２０年前减排１００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④

非国家行为体针对气候正义问题的治理实验正在展开。气候正义问题在

多层级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导致全球目标与本

土现实之间的冲突。推进气候正义议题关乎气候变化最脆弱群体，更重要的

是，气候正义话语有助于人们理解政治主张、行动和妥协背后的动态变化。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受气候不利影响的群体的意见和声音往往

未得到充分表达，类似于 “让没到场的人请举手”。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减少森林砍伐和减少森林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ＲＥＤＤ＋）项目，⑤ 是在

没有当地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的情况下设计并实施的。⑥ 《巴黎协定》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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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气候变化脆弱方无法充分发声这一固有治理缺陷得以改进，比如，２０１７
年５月召开的 “多元利益相关者对话———当地社区与原住民”，是第一次由

缔约方代表和观察员代表共同主持的 ＵＮＦＣＣＣ会议，背后的驱动力是原住

民希望将其地位从观察员提升到具有决策权的参与方，此举表明，在非国家

行为体的治理实验中，气候正义议题获得了释放渠道。

四、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转型

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自诞生以来，深刻地受到国际政治观念的影响，尤其

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逻辑，导致政治行为体在全球

减排这一公共产品领域倾向于 “搭便车”。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持续逼

近，全球气候善治的重要性凸显，国际权力政治对气候议题的牵制有所下

降。国际社会开始注重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与气候的关系。

（一）现实主义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牵制

国际政治中的世界无政府主义逻辑深刻地影响着政治行为体的气候认

知。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际政治日程上的一项日益重要的议题，一直受到传

统政治理念的影响。在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实践进程中，现实主义的思

维和方法仍然是国家间 “碳政治”的主导因素。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安

全竞争的重复博弈逻辑，迫使政治领袖盯住自己的短期利益以及相对于其他

国家的实力地位，导致国家的气候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力度。虽然人类社会对

气候问题紧迫性的认识水平在不断提升，相关的辩论从 “增长极限”所代表

的 “资源限度”，转向日益强调 “全球环境变迁”所代表的 “承载容量”，但

仍无法抑制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 “搭便车”行为。气候变化所需的全球化治

理必然涉及创造具有深度渗透性的规则和制度，这一进程对主权国家来说是

一个结构性挑战。

国家实力支配世界政治格局的理念，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气候治理的

进程。帝国主义的实践、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发展、富国和穷国 “生态足迹”

的相对规模，开启了一个最基本的分配性困境：即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在避

免复制现今富国不可持续的排放模式下，增加本国的公民福利和国家财富？

在改善分配困境的国际合作实践中，具有绝对实力的国家凭借霸权脱离了气

候治理体系，因此，国家间不平等实力成为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障碍。２０世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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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９０年代，美国拒绝加入处理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等事项的

国际协定，此举表明，在奉行现实主义逻辑的国际社会中，实力的不平等对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伤害远大于贡献。

在微观层面，传统工业化模式中的消费主义和过度消费理念随着资本主

义经济全球化得以扩散，阻碍了全球气候善治的进程。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

虽然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但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却会驱动总消费

规模更大幅度地扩张，导致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碳需求强度超过技术进步带

来的碳减排强度，即 “杰文斯悖论”（Ｊｅｖｏｎ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① 消费主义理念在世

界范围内的流行，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微观基础。因此，气候变化

和环境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需要发展理念、消费内容、商业模式的系统性

转变。

（二）“共同的人类身份”意识的觉醒——— “奥斯陆原则”

“共同的人类身份”（ｃｏｍｍ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促使产生 “共同的人类理

性”。在国家行为体、市场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所衍生出的集体理性

共识是对抗 “政治不确定性”的主要力量。② ２０１５年３月，由耶鲁全球正义

项目组召集的国际法、环境法、人权法和其他法律领域的专家提出应对气候

变化的法学原则，即 《减少气候变化全球义务奥斯陆原则》 （简称 “奥斯陆

原则”）。奥斯陆原则指出，“所有国家和企业都有义务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捍卫和保护地球的气候和生物圈”，③ 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协调与生物

圈的关系。“人类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和能力，理应作为地球的监护人和受托

人，来保留、保护和维持生物圈及其他生命的充分多样性”，“所有人，无论

是个人，还是各种形式的协会，共同承担着阻止人为气候变化的道德责任，

主要的法律责任则落到国家和企业身上”。④

奥斯陆原则超越了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针对具体议题的各种法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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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杰文斯悖论”是指１９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研究煤炭的使用效率时发现，技术进步使
得煤的使用效率提高，但煤的消耗总量却反而更多。参见赫尔曼·戴利： 《稳态经济新论》，季曦、

骆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页。

张肖阳：《后 〈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６期，第９０～１００页。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ｅｔ　ａｌ．，“Ｏｓｌ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ｙａｌｅ．ｅｄｕ／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ｆｉｌｅｓ／Ｏｓｌ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ｄｆ．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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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人类—自然”二元互动的法律体系，为全球气候善治厘清了认知方

向。奥斯陆原则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 《巴黎协定》的

通过。奥斯陆原则早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２１次缔约方大会９
个月出台，为 《巴黎协定》的通过奠定了良好的意识基础，通过构建共同的
“人类”身份进而推动理性集体行动，国际社会接受并通过了一个完全不同

于京都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虽然奥斯陆原则被视为一项 “软法”声明

而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因其借鉴 “广泛的基本原则和广泛的既定法律”，其

权威性建立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之上，从而得到广泛的国际共识。①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２０１５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把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

措之一，承诺中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② ２０１７年１月，

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再次强调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

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③ 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④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的核心不

仅包括国与国的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 “天人

合一”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认可的深度相互依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也存

在于人类整体和自然之间，前者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处理的内部

矛盾，而后者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处理的外部自然关系。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各国通过协商、合作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化解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进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气候变化带来的

威胁强化了人类作为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存在。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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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ａｔｖｉｎｄａｒ　Ｎａｇｒａ，“Ｔｈｅ　Ｏｓｌ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ｉｓｓ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ｒ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ｒｂ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２０１７，ｐｐ．１２０－１３５．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
月２９日，第２版。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网，２０１７年１
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１１９／ｃ１００１－２９０３３８６０．ｈｔｍｌ。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 《人民日
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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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一个世界”，在全球治理领域，没有哪一个议题能比气候变化更能影响

人类整体命运，“共同的人类身份”为全球多元行为体寻找最大公约数提供

了认知基础。从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是由 “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一个

生态整体。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观内核在于，一国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他

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即秉持包容性多边主

义，以共同体意识消解自我—他者的互斥性认同政治。②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

特征，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各国通过协商、合作才能找

到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在于，在考虑历史责任

和排放现状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最大程度的努

力。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之时，提出２０３０碳达峰和２０６０碳中和

目标，是叠加政策措施后的自我加压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认为，中国宣布碳中和以及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等

新举措在Ｇ２０成员中发挥了表率作用。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共同命运作为认同建构的起点，因为在面对自然

时，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类命运的重要决定因素。④

在认同建构到行动建构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对象始终是国

家而非个人或企业。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多元行为体在

不同层面发挥了反向建构作用，但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体的行为和以正

义—效率为导向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本质上依然需要镶嵌在以国家行为

体为中心的连贯政策框架中才能发挥协同效应。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所重点关注的国家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其他行为体而言，具有风向标

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也成为目前最具凝聚力的国际社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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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２０页。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载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２期，第１～１５页。

《重信守诺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振雄心》，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３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１２／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６９２１３．ｈｔｍ。

李猛：《共同体、正义与自然———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向
度的哲学阐释》，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９～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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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实验的条件及方向

全球气候善治目标的提出是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和约束条件。

作为全球碳中和进程的 “最后一公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自身发展水

平限制和全球碳泄漏的困扰，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更加需要

国际协调机制的保障。《巴黎协定》开启的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的 “混

合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为多元行为体开展治理实验和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

转型奠定了基础。“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顺应全球气候治理的态势和潮

流，结合自身区域的排放阶段与特征，开展更深层次和更具创新的治理实

验，抱团争取全球气候治理实验嵌入保障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相应机制。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在起步阶段更

多表现为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终将成为一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因

此，其边界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① 动态变化的边界不仅意味着参与 “一带

一路”的国家行为体将不断扩大，而且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行为体和非国

家行为体参与其中。尽管参与 “一带一路”的各行为体其初衷可能是政治或

经济导向的，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参与客观上为 “一带一路”开展气候治理

实验创造了条件。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９日，已有１７１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

国签署了２０５份合作文件。② 温尧等人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认为， “一带一

路”在全球的扩散已生成 “浪潮”。③ 这一令人瞩目的世界政治现象无形中为

气候治理实验开辟了一个新的场域。

“一带一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终目标，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将贯穿 “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全球气候善治仅仅依靠 《巴黎协定》

无法实现，需要国际社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展开多层级多中心的治理

实验。换言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全球气候善治都需要在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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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第３４～４６页。

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ｘｗ／１６３２４１．ｈｔｍ。

温尧、谢蒙莹、陈冲：《“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基于空间模型的分析》，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３４～１５４页。

李向阳：《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理念、组织机制与实施机制———兼论 “一带一路”的经济外
交属性》，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２０页。



全球气候善治与 “绿色丝绸之路”□　

同体理念下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重视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着力

于化解基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冲突 （包括 “碳政治”）。尽管后巴黎时代的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已经呈现多元行为体反向建构的特征，但如果缺乏国家行
为体的主导作用，其他行为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都将受到限制。因此，从指
导理念和主导主体两个方面而言，“一带一路”都具备成为全球气候善治实
验场的客观条件。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不少国家明确提出 “碳中和”时间

表。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沿线国家单位ＧＤＰ能耗比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国
家高４０％～５０％，单位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比ＯＥＣＤ国家高８０％，２０１９年，

沿线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化石能源占比８９％，化石能源发电占比７０％以
上。① 受技术水平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较低，

还需额外承担全球贸易带来的隐含碳排放 （领土碳排放与消费碳排放的差
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全球人口的６３％②，如果不能实现自身的碳中
和目标，全球气候善治也无从谈起。尤其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于俱

乐部思维启动碳边境调节税后，“一带一路”国家如何应对外部碳规制成为
当务之急。因此，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实验符合现实
需求。

中国是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方，在积极倡导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

的同时，也是 《巴黎协定》的主要促成者和推动者。历时８年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转移转化绿色先进技
术和绿色投资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③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当前全球排放

格局中对Ｇ２０和 “一带一路”都具有特殊意义。根据ＩＥＡ的数据，２０１８年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２７％，Ｇ２０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７８％ （见图

—７２１—

①

②

③

国际能源署认为，要达到可持续发展情景，到２０４０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
的占比需下降至５６％，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要降至２４％。参见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ｂｙ　２０５０：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ＩＥＡ，ｈｔｔｐｓ：／／ｒａｃｅｔｏｚｅｒｏ．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０６／ＮｅｔＺｅｒｏ
ｂｙ２０５０－ＡＲｏａｄｍａｐ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ｅｃｔｏｒ．ｐｄｆ。

李辉：《“一带一路”与中俄战略协作的新前景》，载 《学习日报》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５日，第１版。
《关于推动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国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和商务部，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ｗｊ／２０１７０５／ｔ２０１７０５０５＿

４１３６　０２．ｈｔｍ；《“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中国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２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ｗｊ／２０１７０５／Ｗ０２０１７０５１６３３０２７２０２５９７０．ｐｄ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ｈｔｔｐｓ：／／ｇｉｐｂｒ．ｎｅｔ／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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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即，不包括中国的 Ｇ２０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５１％，而不断扩散的
“一带一路”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占４９％，呈现各占半壁排放 “江山”的

特征。虽然目前支持 “一带一路”的Ｇ２０国家并不多，但随着 “一带一路”

边界的动态扩展，未来有望成为凝聚南北共识、解决碳泄漏问题的实验场。

中国作为Ｇ２０的重要成员国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方，投入大量绿色公

共产品如绿色知识、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有意愿也有责任发挥桥梁作

用，凝聚南北两个世界的气候共识与减排行动。因此， “一带一路”作为全

球气候善治的实验场具备主观条件。

图２　全球碳排放格局示意图 （２０１８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自制，参见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Ｏ２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ＩＥ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２－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ｐｅｒｔ－２０１９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野生动物
保护、荒漠化防治等交流合作，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① 将应对气候变化
作为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首要方向，涵盖了丰富的参与主体与议题设
定。在全球气候善治治理实验大背景下，中国需要对不同政治行为体的态度
分化有清晰的认识，在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绿色公共产品的同时兼
顾自身能力原则；在面对市场行为体追逐绿色技术前沿开展治理实验的背景
下，中国需要着力于提升绿色资本存量和降低调整成本，为 “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提供微观支撑；对于蓬勃兴起的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治理实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需发挥凝聚力，力求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加入有利于发展中国
家整体利益的议题与规则。以欧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气候治理实验的区域化博
弈已经开启，在此背景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必须着眼于全球态势，探索

—８２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政
府网，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１－０３／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２６８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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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沿线国家发展权益的气候治理实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政
治行为体在气候议题上的主导作用，着力形成沿线国家政府层面的高度共识，

进而带动市场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最大化发挥潜力。

六、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的机制及路径

（一）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的机制
“一带一路”的多边属性和区域属性，决定了实现绿色低碳需要参与国

的联动式协调推进。由于气候议题与经济议题联系密切，因此更多地需要各
方在认知层面达成共识，才能在面对两难选择时共同做出最符合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决策。“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机制化需要立足于全球气候治理实验
的大背景，要充分调动各个层级的参与主体、完善绿色合作理念、践行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并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

１．完善绿色合作理念
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的关键在于各方能够凝聚共识、完善合作理念，

为开展治理实验奠定认知基础，从而形成集思广益、尽施所长的良性互动局
面。国际社会关于绿色合作的框架性设计已非常明确，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
将国际公约与 “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合，以提升 “绿色丝绸之路”的国际
认可度。２０１５年通过的 《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和２０１６年签署的
《巴黎协定》，其酝酿期早于２０１３年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施
期则贯穿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 《巴黎协定》作为国际社会关于绿色发展的最新共识，涵盖
了人类社会未来绿色增长的各个方面，因此， “绿色丝绸之路”的机制化建
设需要开展治理实验，将两大协议内化到实践中。

首先，中国要坚定支持将 《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联合国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最
新成果和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具有权威性和广泛认同度。该议程最突出的
影响体现为，未来的全球绿色治理体系将形成以数据和指标为驱动的特点。①

“绿色丝绸之路”的机制化建设必须重视指标导向下的数据积累，以高水平、

—９２１—

① 董亮：《２０３０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及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载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８～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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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可追踪为最终目标。其次，需要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落实
《巴黎协定》的相关要求。对标 《巴黎协定》的去煤要求，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推动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是 “绿色丝绸之路”获得广泛国际支持的

基础。后巴黎时代的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以全球气候善治的目标和

要求来规范实践行为，帮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并加大后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以实现削峰发展和早日达峰。最后，争取

不断拓展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共识。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

“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① 生态文

明理念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出发点，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来思考人

与自然的关系，使中国这个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的大国，走在了可持续发展

的世界前列。② 即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在中国云南召开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其主题为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该会是首次以 “生态文明”命名的联合国大会，表明国际社会对生态

文明理念的认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仍处于经济升级还未完成、

环境升级尚待起步的阶段，中国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对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２．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开展治理实验需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

协同考虑沿线区域的经济增长、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三个方面。绿色转型发

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

差异，各国的转型能力存在差异，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确保多元参与主体的

最有效参与。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路径在于，集思广益共商绿色转型方

案、尽施所长共建绿色经济体系和惠及各方实现绿色收益共享。

首先，集思广益共商绿色转型方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

差异较大，各个国家对绿色转型的诉求不同。沿线国家在能源资源转型方面

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如收入较高的中东国家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正积极

研发高端清洁能源体系，具备开展先进绿色技术实验的基础。沿线大部分中

—０３１—

①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 《人民日
报》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第１版。

蔡昉：《把构建生态文明纳入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建设之中》，载 《城市与环境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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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需要在其国情民情的基础上推进绿色公正转型，适宜布局技术
成熟且能创造大量绿色就业的项目。其次，尽施所长共建绿色经济体系。发
展中国家是 “一带一路”的主要参与方，在全球分工中主要承接高污染、高
耗能环节，因此，“绿色丝绸之路”机制化建设的难点在于如何破解南北分
工所带来的结构性排放问题，出路则在于借助低碳发展使参与国的经济水平
能够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分工结构，从而实现环境质量的非边际改善。

通过对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分配环节和消费终端各个环节的改进，促使沿
线国家能够创造出新的绿色比较优势，从而更有效参与到全球绿色增长中。

最后，惠及各方实现绿色收益共享。在全球大贸易背景下，发达国家实现自
身绿色低碳的代价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这种做法不具备全球意义。在
机制化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过程中，必须重视绿色收益共享才能获得国际
社会的广泛支持。

３．对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前提是，该倡议能够与现行全

球治理体系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需要遵循现行全球
绿色治理体系的规范、规则和标准，也需要确保绿色标准的采纳能够适应发
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更需要针对世界经济转型新需求来探索新规则和新
标准。

首先，要鼓励各方遵循国际通行的绿色规则。一方面，各方是否能够采
纳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下业已达成共识的绿色规则和机制，决定了 “绿色丝绸
之路”治理实验的合法性，有助于参与方掌握气候事务的主动权，从而公平
合理解决可能出现的气候纠纷。另一方面，一旦国际社会认同 “一带一路”

不仅是一项经济合作倡议，而且也是实现全球气候善治的良好实验平台，那
么，世界对 “一带一路”将会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其次，绿色标准的采纳
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根据 《２０２０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
（ＥＰＩ），“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于ＥＰＩ指数曲线的中下游，承受着经
济发展水平低且环境绩效差的双重压力。① 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所采纳的绿色标准应进行创新性实验，比如，在保
护原生生态资源方面，尽可能升维以确保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在处理受经

—１３１—

①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Ｗｅｎｄ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ｕｎｅ　４，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ｅｐｉ．
ｙａｌｅ．ｅｄｕ／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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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阶段制约的结构性排放问题时，需协同考虑增长与减排，从而尝试分

阶段的降维方案。第三，借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断深化关

于绿色规则和标准的共识，并争取在联合国气候治理框架下嵌入代表发展中

国家碳权益的保障机制。作为 “一带一路”框架下成员规模最大、层级最

高、所涉议题领域最为丰富的国际机制，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

在稳定步入制度化阶段。参与高峰论坛的有政府部门、企业、民间机构和国

际组织，它们能够深入探讨适用于企业、产业、区域乃至全球四个层面的绿

色标准和规则，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抱团”争取发展权益，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

（二）机制化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的路径

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的机制和路径，前者侧重于从认知层面展开治理

实验，后者侧重于从实践层面探索治理方案。机制化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

的路径，是基于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可资利用的优势或条件所展开

的具有高度可行性的治理实践。

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在基建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采用先进工程技术帮

助沿线国家实现绿色互联互通。“一带一路”规划提出在交通、卫生、农业、

通讯和能源等领域的互联互通，直接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互联

互通将在促成贫困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转变，培育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以及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前，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巨大缺口，事

实上，这已成为全球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短板约束。① 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要

—２３１—

①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２０１３）公布的数据，全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每年高达３．７万亿美
元，而每年能够落实的只有２．７万亿美元。参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ｄｏｃｓ／ＡＦ１３／ＷＥＦ＿ＡＦ１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ｄｆ；麦肯锡的研究则表明，为了支
持当前经济增速持续到２０３０年，需要每年投入３．３万亿美元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其中６０％的需求来
自于新兴经济体。如果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成本纳入考虑，则当前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还
将增加三分之一。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ｏｅｔｚｅｌ　ｅｔ　ａｌ．，“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ａｐｓ”，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ｃｋｉｎｓｅｙ．ｃｏ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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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

响”。① 目前，中国国内正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提供

了制度土壤和激励措施，绿色知识和技术的本土创新逐渐展现出溢出效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对 “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正向作用。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所带来的规模效

应和集聚效应，带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碳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

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增长２．９％，而全球能源生产相关的二氧化碳维持在３３０亿

吨水平并未增长，② 这表明存在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降低排放的可能，

即主要通过采用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替代煤炭

发电。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 《２０１９可再生能源投资全球趋势》，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１０年间，中国以７５８０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位居榜

首，美国以３５６０亿美元投资额位居第二，日本以２０２０亿美元排名第三，中

国正积极引领世界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进程。③ ２０２０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大型煤炭项目 （包括清洁

煤）逐渐退出 “一带一路”投融资计划。④

第三，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的先发优势，构建 “一

带一路”绿色金融保障体系，帮助沿线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在更大幅度

和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升级的良性互动。绿色金融作为驱动绿色

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引作用，其能够引导资

本支持低碳、节能、环保的绿色产业和项目。中国在实践中开创的以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为主的绿色金融工具，将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转型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英两国携手发布了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三个层面制定了七条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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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商务部，２０１５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ｙｗｇｚ／ｇｊｊｌｈｚ／ｌｓｙｄｙｌ／２０１６０５／Ｐ０２０１６０５２３２
４００３８９２５３６７．ｐｄ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０，ＩＥ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ａ．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２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ＵＮＥ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９．
周国梅：《可再生能源成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主力军》，载 《中国环境报》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

日，第３版。



　□ 当代亚太　

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定、项目管理、对外沟通以及绿色金融工具运用

等，供参与 “一带一路”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

实施。①

第四，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寻求与 《欧洲绿色协议》的合作。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欧洲绿色协议》（绿色新政），其本质在于重塑未来

的发展方式，在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实现深度脱碳。欧盟绿色新政的

提出，预示着中欧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金融、绿色技术、绿色贸易、绿色

政策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围绕能源效率、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清洁

能源等主题的合作内容也十分丰富。但同时也要看到，欧盟所动议的碳边境

调节机制是基于全球气候善治目标的区域性治理实验，具备鲜明的生产标准

排他性特征，与 “绿色丝绸之路”治理实验存在局部竞争关系。在处理两者

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坚持 “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的原则，要求欧盟为其历史累积排放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

义务。

第五，与美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绿色转型领域的第三方合作。随着美国拜登政府重回气候变化谈判，中美

欧三大排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经济脱碳进程。在中

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上，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

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中美能够合作的为数不多的议题之一。② 促成中美在 “一

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展开低碳投资与贸易的第三方合作，有助于 “绿色丝

绸之路”建设的全面推进。

七、结　语

美国拜登政府重返 《巴黎协定》后，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全球已有１３７
个国家宣布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７３％。③ 碳中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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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韩梁：《对话是正解 共赢是正道》，新华网，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１－０３／２１／ｃ＿１１２７２３５８３９．ｈｔｍ。

Ｏｍｒｉ　Ｗａｌｌａｃｈ，“Ｒａｃｅ　ｔｏ　Ｎｅｔ　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Ｊｕｎｅ　８，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ｖｉｓ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ｃｏｍ／ｒａｃｅ－ｔｏ－ｎｅｔ－ｚｅ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ｇｏａｌｓ－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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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实现国家碳中和目标需要各国展开基于自身国情的

气候治理实验，而全球碳中和目标需要多元行为体展开基于全球气候善治目

标的治理实验。但在协同区域与全球的气候目标时，治理实验需要关注如下

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二十国集团作为当今全球排放的主体，不应仅仅关注

领土范围内的零碳进程，更不应将碳泄漏作为实现自身碳中和的途径。其

次，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在实践中并未落实到位，

发达国家所承诺的气候资金缺位延缓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区域性气

候治理实验中，发达国家也不能逃避这一责任。最后，在理论上而言，治理

效果最优的外部惩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被实力较强的国家主导，从而使其

他国家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如欧盟发起的碳边境调节税将对排放标

准、产业链布局形成较大冲击。一方面，不发达国家需要承担来自欧美的碳

泄漏压力，表现为本土排放量的迟缓下降；另一方面，其要面临因国家生产

体系和贸易体系不符合欧美排放标准而额外交税的压力。因此，后巴黎时代

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要国家行为体、市场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横向

和纵向两方面形成良好互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多议题、多领域形成善

治格局。

尽管不同层面的行为体在实现气候善治的过程中，其具体目标和路径存

在差异，比如，政治行为体追求自身权位最大化，因而致力于顶层设计与国

际博弈；市场行为体追求调整成本最小化，因而致力于积累绿色资本；非国

家行为体追求权力流散最大化，因而致力于增加议题和充实政策工具。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同自然的关系，有助于化解因

国际政治分歧和各国短期经济目标而忽视的长期气候风险，更重要的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凝聚共识推进国际合作而非对抗。１９世纪是人类社

会大规模开采化石能源、高效率利用碳要素来推动工业化的时代，２１世纪则

是人类社会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高效率替代碳并驱除碳来推动绿色经济

的时代。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共同认知推进全球气候善治治理实验，是

人类社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唯一正确道路。搭建 “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是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其开放的属性，能够接纳多种合作机

制并存共容，意味着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能够为实现全球气候善治做出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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